
凝视与社会行动
 

吕　炳　强

　　Abstract:Schutz tried to place Weber' s notion of social action upon a phenomeno-

logical foundat ion but discovered instead that it can only be studied in the w orld of con-

temporaries o r that of predecessors , that is , in the observer' s gaze.This insight has been

overlooked by sociologists.A separate ef fort by philosophers , including Ricoeur , resulted

in the fairly well-received notion of “action as text.”An unnoticed implication is that a

sociological theory is the sociologist' s act ion and hence is also a text.This paper ,by w ay

of examples in Durkheim , Parsons and Garfinkel , sets out to establish tw o claims:First ,

there must be a t ime structure in every sociologist' s gaze ,but social action can only be

observed in certain particular kinds of time structure.Second , in any sociological theo ry a

semiological sy stem particular to it can always be found , but social act ion as a sign is only

contained in certain particular semiological systems.

一 、引　言

一方面 ,有关社会行动的社会学讨论始于 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韦伯 ,至今仍讨论不休 ,尚

未定论;另一方面 ,既然社会行动牵涉“人”与“人群”的问题 , 哲学家自古以来都在讨论 。本文

的讨论采用了双线世系 ,即同时采用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这两个世系。与本文讨论有关的人物 ,

前者主要是韦伯 、舒茨 、帕森斯 、加芬克尔;后者主要是康德 、黑格尔 、胡塞尔 、舒茨 、利科。他们

的言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一)舒茨既是社会学家又是现象学家 ,他 合胡塞尔的超

验现象学和韦伯的社会行动论 ,开创了他的现象学社会学。(二)加芬克尔是帕森斯的学生 ,却

追随舒茨的理论 ,开创了他的民族志方法学 ,以挑战帕森斯 。(三)帕森斯行动论所用的主要对

应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性格 ,但是社会组织不过是黑格尔提出的“德性” ,个人性格不过是康德提

出的实践理性。(四)加芬克尔行动论中的行动者又正是黑格尔提出的人的“奇异性” 。(五)胡

塞尔提出的主观“意识”是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相对应。这种对应在类比原则之下可视为等

同于加芬克尔的行动者和帕森斯的个人性格的对应。(六)利科认为胡塞尔-韦伯-舒茨的行

动论足以力敌黑格尔的国家论 。(七)利科提出“行动犹如文本”论 ,企图把社会行动纳入他的

文本诠释论之中 。

在人物和言论纵横交错的脉络中 ,我企图为社会行动寻找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归宿 。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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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原题目为:“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符号学矩阵” ,其中有关舒茨的部分曾宣读于中国现象学专业
委员会、香港现象学会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合办的现象学会议 , 北京 , 1999 年 10 月 15-19 日。另外 , 参考文献中的
“Lui , Ping Keung”是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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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答案蕴藏在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符号学矩阵之中。

二 、舒茨的社会学现象

韦伯死于 1920年。他在晚年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作出了最后一次对他自己的社会学

及其主要元素(即社会行动论)的扼要论述:

社会学旨在理解地领会社会行动 ,因果地解释其历程与后果 。所谓`行动' ,乃牵涉到行动

中的个人给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 。行动之所以成为`社会' 行动 ,乃牵涉到其主观意义往往

顾及他人的行为 ,并由其自身行动的历程中得到引导。(Weber ,1978:4)

韦伯没有兴趣去厘清他自己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所依据的哲学假设(Schutz , 1980:7)。尽

管如此 ,韦伯的方法学仍引发了现象学家的强烈兴趣。原因很明显 ,韦伯的方法学直接建立在

个人的主观意识或主观意义基础之上 ,这正是现象学关注的核心所在 。

舒茨在韦伯去世 12 年之后(1932 年)发表了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以下简称《社

现》),试图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推导出韦伯的社会行动论 ,进而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繁衍出

一套齐整的现象学社会学 。与韦伯的扼要论述相比 ,舒茨着实大大充实了韦伯的社会行动论 。

胡塞尔对舒茨的成就高度赞许(Natanson ,1962:Ⅷ-Ⅹ)。其主要贡献有三:其一 ,发展了社会

行动的意义理论 , 具体地提出了“由于”和“为了”这两个不同类的动机概念(Schutz , 1980:

147)。其二 ,在他自己发展的意义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同在” 、“同代” 、“前人”和“后人”这四个

不同类的世界概念。与这四个世界所相对应的“主我”与“他我”的关系① 并非等同 。其三 ,论

证了韦伯的“理想类型”。作为他我而言 ,只可能在同代世界和前人世界中出现 ,同时也是必然

出现的。由于第一点与本文以后的讨论关系不大 ,于兹不赘 。第二点和第三点需要略加说明 。

舒茨认为 ,各类社会世界是以时间和空间来区分的 。“如果某人正在与我分享同一空间区

和时间区 ,我可以说他是身在我的直接经验的所及处。”(Schutz , 1980:163)这是同在世界 。

“我的同代就是我知道与我同时共存但又不是我亲身经验的人。我的同代固然可曾是我的同

在 ,或者以后可能会成为我的同在 , 但这些`以前以后' 无改他现在的同代身份 。”(Schutz ,

1980:181)这是同代世界 。“我也察觉到在我存在之前有一个社会世界曾经存在 ,而且它从没

有与我生命的任何一段重叠。这是前人世界 ,这是历史。”(Schutz , 1980:143)“我知道还会有

另一世界 ,也被其他人居住 ,当我不再存在的时候存在 ,这是后人世界。”(Schutz ,1980:142)韦

伯从来漠视这样的区分(Schutz ,1980:150)。然而 ,该区分确实极为重要 ,尤为重要的是同在

世界与同代世界的区分。② 舒茨认为 ,正因为两者在主我与他我之间关系上有所差异 ,所以社

会学无法研究前者 ,而只可能研究后者 。我个人认为 ,这是舒茨最深刻的睿见。

同在世界之所以成立 ,是由于主我“执子之后 ,与子谐老” , “我能照顾你的意识流 ,如同我

能照顾我自己的一样 ,我也因此能察觉到你脑海里的念头 。”在这个世界里 , “我无需留意所谓

领会的举动便可`领会' 你 ,因为我就活在领会你的举动之中。你和你的主观经验不单只向我

开放 ,我也视你的存在和个人特征为当然。当我直接感受到你 ,与你说话的时候 ,我理解你所

需的复杂结构逃出我的注意之外 ,对此我也无动于衷。”但是同在世界是一个极为脆弱 、极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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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区分是两级的划分 ,同在世界可以逐渐地转变为同代世界。参见舒茨的案例(Schutz , 1980:177)。

舒茨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术语:The natural at ti tude , the thesi s of the alter ago , Other-orientat ion(包括 Thouorientation
和 They-orientat ion的对应), anonymi ty(包括 intimacy 的对应), immediacy(和 mediacy 的对应), cognitive style.中国
内地也有使用“自我”和“客我”的对应。本文只限用“主我”(ego)和“他我”(alter ego)的对应 ,以及“局内”(intimacy)
“局外”(anonymity)的对立 ,取“当事者昏 ,局外者清”之喻。



稍转念头即刻破碎的世界 。“我可以在任何时刻改变这一切 ,并且把这些举动带入我的凝视之

中。譬如 ,我可以问`我是否正确地领会了你 ?' `你是否另有所指 ?' `你如此如此行动是什么意

思?' 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我放弃了自己对另一个人直截了当的察觉 ,放弃了即

时掌握他的一切主体特殊性。我现在以不一样的眼光看他:我的关注转移到以前我未曾看而

又视为当然的更深层次。我不再与他分享他的生命 ,他不再是我的同在 ,而是`我在盘算他' 。

如今 ,我的举动如社会科学家。”(Schutz , 1980:140-141)① 舒茨的结论是:处身于同在世界的

主我 ,永远不可能以这个身份凝视自己处身的同在世界 。因为凝视蒸发了同在世界 。因此 ,社

会科学家的我 ,永远不可能研究自身所处的同在世界 ,真的是“能医者不能自医”了。如果他研

究别人的同在世界 ,这个同在世界对他来说只可能是同代世界或者是前人世界 。依舒茨的观

点 ,社会科学只可能研究同代世界和前人世界(Schutz ,1980:223)。②

为什么我的凝视失去了魔力 ,蒸发不了我的同代世界呢 ?原因是:在我意识中的同代世界

里 ,主我保持我的主体性 ,而他我失去他的主体性 。用舒茨的话说:“同代的统一性不是根源地

在他自己的意识流里构成 ,恰恰相反 ,他的统一性是在我的意识流中构成 ,是我的理解合成了

他的经验 。”(Schutz ,1980:184)但是 ,在他意识中的同代世界里 ,我(作为他我)失去主体性 ,他

(作为主我)保持他的主体性。那么 ,同代世界还是不是一个互为主体的世界(我们应记住:同

在世界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纯然的互为主体的世界)?舒茨的答案是:同代世界仍然是一个互为

主体的世界 ,因为没有某种程度或者某种形式的互为主体性 ,社会行动不可能发生 。“一旦假

设了汝的存在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互为主体性的领域 。”(Schutz , 1980:139)社会行动必然带来

人际互动(Schutz ,1980:159)。③ 人际互动也因此互为主体(Schutz ,1980:159)。④ 但是同代世

界里的互为主体性不再是浑然的超验原则 ,因为主我和他我不再意识合流 ,不再“与子谐老” 。

“主体的意识脉络不再是理解的工具 ,代之者则是客观的意义脉络。同代被置于诸局外。”

(Schutz ,1980:184)同代世界没有局内人 ,只有局外人。主我和他我都是局外人 ,并以局外人

的身份互动。局外人之间的互为主体性必须以经验实在为基础 ,也就是说以凝视为出发点 。

在主我的眼中 ,他我是客体;在他我的眼中 ,主我是客体 。客体就是客观的意义脉络 ,即韦伯的

“理想类型” 。“因此 ,无论多少人被置于诸理想类型名下 ,它不与任何人相符。”至此 ,我们与其

说同代世界互为主体 ,不如说互为客体⑤。他我的意识流既不存 ,互为主体性焉附? 推论至

此 ,舒茨不得不放弃胡塞尔的互为主体论。舒茨很明白:“当我们展开社会世界的研究 ,我们放

弃严格的现象学方法 。我们一开始就接受社会世界的存在 ,即以在日常生活或者社会学观察

中的自然观点的态度接受它。如此一来 ,我们可以避开任何从超验现象学的观点去对付该问

题的尝试 。”(Schutz ,1980:97)⑥ 但是 ,即使同代世界里的理想类型也终究可以追溯到主我和

他我的意识流 ,现象学家仍有责任详细描述这长长的追溯过程 。这一点舒茨没有做到 。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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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舒茨曾经解释严格的现象学方法在《社现》的应用范围(参见 S chutz , 1980:43-44)。
“互为客体”(Interobject ivity)是社会心理学家兼哲学家米德(George H.Mead)的用语(参见 Vaitkus , 1991)。

舒茨在此重视动机与人际的关系 ,本文重视互为主体性与人际互动的关系。另外, 舒茨所说的社会互动只指人际
互动。

舒茨由此带入动机与影响的关系。本文的重点不在此 ,而在人际互动的必然性。

如果社会学家采取如加芬克尔的“犯颜试验”(bleaching experiment)一路的研究方法 ,同在世界的研究的确无从下
手(参见Garf inkel , 1967)。这涉及到同在世界的非论述性质(non-discursiveness)。香港社会学家何荣宗对此问题作
了深入的探讨 ,并提出了另一手法(参见 Ho , 1999)。该问题复杂 ,与本文主旨的关系较远 , 按下不谈。就当前社会
学界所用的研究方法而言 ,舒茨的结论仍然恰当。

这段文字与伽达默尔(Gadamer , 1995)一书中描述归属(Belonging)的说法在精神上极为相似 , 尽管两人所用的原典
和词汇相差很大。伽达默尔师承海格德 ,而舒茨仍然是在胡塞尔的理论里。



疑是现象学的困境:超验现象学无法为社会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身兼现象学和社会

学家的舒茨诚实地反映了现象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紧张关系 。

作为现象学家 ,舒茨确认同代世界的特殊结构 ,主我和他我的不对等关系 ,是主体和客体

的关系。这仿佛是哲学的倒退 ,倒退到康德或更早的年代。不过 ,舒茨的确认为后来利科提出

的“行动犹如文本”论开拓了安身之地。既然在同代世界里主我绝无办法与他我同在 ,行动背

面的他我所持的意义既不可知 ,我(作为凝视者)只可能在行动本身的正面开发我的视域 。视

域即意义 ,行动即文本 ,凝视即阅读 。利科的理论着眼点由他我转移到他我的行动 ,现象学与

社会学的紧张关系才得以舒缓 。同代世界竟然是读书人的世界 ,真有点始料不及。更重要的

是 ,如果我们愿意从另一角度来考虑 ,确认了同代世界的特殊结构 ,同时也就确认了现象学的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同时也就确认了现象学的研究必须更充分地认识到经验实在的多样性(不

再是康德所假设的无需细分的杂多)。舒茨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超验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之间

关系的可能性①,而且是从某些经验实在的具体内容来考虑超验概念性 ,这也就是社会学的进

路。

作为社会学家 ,舒茨确认了同在世界和同代世界的不同 ,而且同在世界不可能从社会学角

度研究 。自《社现》面世 60多年以来 ,这一睿见仍被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忽视。然而 ,由于种

种原因 ,相当多的社会学家孜孜不倦于研究同在世界。同在世界研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

困境却导致一些社会学家质疑社会学已有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效性和正确性②。这些错误

必须清理 。就个人所识 ,法国社会学家兼人类学家布迪厄在他 80年代出版的名著《实践的逻

辑》里 ,从人类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的实践关系出发考虑 ,实际上确认了舒茨的确认。他批评

了一些人类学家为了妄图进入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而设想出来的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法),

并斥之为“忘了科学活动的社会条件” 、自以为“批判客观主义无法把握实践就等于有理由去平

反`浸淫在实践之中' 的做法。”(Bourdieu ,1991:33-34)布迪厄的“实践”等于舒茨的“同在” ,他

的“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等于舒茨的“同在世界” ,他的“浸淫在实践之中”就是指某些社会学

家误以为同在世界可用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实践。顺便提一句:上面提到的一些社会学家对社

会学已有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错误质疑亦以哲学形式出现 ,即以对诠释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

的误解形式出现在社会学文献中 ,我稍后再讨论它 。

舒茨死后(1959),现象学家也很少讨论韦伯的社会行动论。直至 70年代 ,关心现象学(更

准确而言 ,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现象学家利科才重提韦伯的理论。社会行动不是利科

的哲学讨论的起点 ,也不是终点 ,而是中途点 。他有两个哲学讨论牵涉到韦伯:其一 ,实践理性

的理论发展。其二 ,如何扩大诠释学的应用范围 ,尤其是“文本”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 。③

三 、利科的实践理性批判

利科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如果我们讨论的清晰度已达到讨论中的事体所能够承载的

程度 ,那应算是足够的了 。正如不能在不同技艺的产品里追求同等精确那样 ,我们不应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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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采用利科的以下两本著作(Ricoeu r , 1991 and 1994)作为讨论文本。

例子俯拾皆是。笔者的工作范围内就有美国家庭社会学家古伯伦姆 、豪斯丁(Gubrium and Holstein , 1990)和香港的
哲学家兼社会学家阮新邦(1997)。

超验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的对应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最为原本的对应 ,康德对时间的讨论(参见 Kant , 1929:
71-72)就说明了这一点 ,该说明的核心是经验之所以成为经验的可能条件。这些条件限制某些物自身不可能具有
经验实在性 ,也就是为人类可能有的经验划出了有限的范围。该条件其实也是超验概念性本身。作为经验之所以
成为经验的可能条件 ,它不可能为经验实在性所规定。



不同的讨论里追求同等精确度 。”(Ricoeur ,1991:246)①他认为:“康德不应依照纯粹理性批判

(即第一批判)的模式构筑实践理性批判(即第二批判),即不应把先验从经验中一板一眼地分

割出来。人类的行动承载不了康德第一批判的超验方法和剥皮拆骨 ,相反 ,它要求我们在方法

上更多注意流转和介变。”(Ricoeur , 1997:199)在没有进一步解说之前 ,所谓“流转和介变”我

们不妨暂时反面地理解为“非结构分析” ,因为超验方法是一种结构分析。他认为:“世上只有

实践理性 ,没有实践的科学” 。(Ricoeur ,1991:199)所谓“科学” ,利科是指可以承受超验方法

分析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结果 ,也就是说可以经得起超验概念性和经验实在性的对应 。这是

从方法论角度所作的批评 。从实际内容的角度来批评 ,利科认为康德只重视“道德责任”而忽

略了人的“祈求”(Ricoeur ,1991:198)。接受了“祈求” ,便不可能严格地分割概念性和实在性 ,

因为“祈求”这一人类的行为既是概念也是实在 ,既不是概念也不是实在 ,它两像 、两不像 。尽

管利科不同意康德的第二批判 ,但他仍然赞扬康德标题化和问题化了的“自由”这一概念 ,并且

把实践理性设想为“自由”(作为观念)和法则(作为观念)的相互规定(Ricoeur , 1991:197-198)。

所谓“法则”是指“自由的法则” ,刚才提到的“责任”显然来自“自由的法则” 。利科认为:“由于

康德忽略了人的`祈求' ,他把`道德' 带进了一连串的二分法之中 ,而这些二分法又窒息了`行

动' 这一理念的发展 。”(Ricoeur ,1991:198)② 简言之 ,即社会行动论始终无法突围而出 ,无法

恰如其分地标题化和问题化。至此 ,我们终于明白了利科关心社会行动论的哲学因由:利科赞

成两个哲学观点 ,即(一)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必须严格区分和(二)实践理性是栖身在“相关逻

辑”和“无关逻辑”的中间地带 ,因此他必须同时赞成一个社会学观点 ,即人的行动领域就是实

践理性的实在域(Ricoeur ,1991:199-200)。其结论是 ,他必须讨论社会行动论 。

黑格尔是最早把握到社会行动与实践理性的紧密关系的哲学家 。尽管他的用词与社会学

家不同 ,但他提出了“德性”一词 。利科作了一个颇有社会学韵味的介绍:“含有意义的行动来

自`德性' ……`德性' 是由如同公理的信念所构成的网络 ,它在社群里决定着准许和禁止的分

配。”(Ricoeur ,1991:200)③ “与黑格尔的`德性' 相比 ,康德的`道德责任' 就显得内在化 ,普遍

化和形式化 。它安置了负责任的主体的自主性 ,即一个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自己认为应该

做的事的主体。从黑格尔的视野看 ,由于`德性' 本身的辩证展开 ,其内在化是必然的。”(Ri-

coeur ,1991:200-201)④换言之 ,康德的`道德责任' 是一种`普遍性' ,是关乎主体的 。黑格尔

的`德性' 是一种`特殊性' ,是关乎社群的 。两者之间的辩证展开成就了`奇异性' (Ricoeur ,

1991:201)。⑤ 如果不避简陋之嫌 ,这等于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道德要求和社会道德规范之

间挣扎 、彷徨 、犹豫 、抉择 ,而这些意义的煎熬就是人的`奇异性' ,因为这是别人不能代劳的 。

利科同意黑格尔的创作:“把奇异性设想为带有意义的个体性是一项无可否定的成就 ,而且必

须把它溶入实践理性这一概念的再构筑之中。”(Ricoeur ,1991:202)“黑格尔逐渐从家庭结构 ,

然后经济秩序 ,最后是政治秩序中 ,寻找具体的介变 ,而这些介变正是`法则' 这一空洞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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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黑格尔是透过“自愿”(Willing)这一先验概念来论述的。

原文中的 concrete ethics和 concrete ethical life 均指“德性”(Si tt lichkeit)。Moment一词是指辩证关系的正面或反面。
即康德的“道德责任”与黑格尔的“德性”的辩证关系的一正和一反。

利科的原文连“德性”的本源和维持都作了社会学的解说 ,笔者在正文中省略了。

应该注意到:尽管这些二分法(也就是对立 、对应)千变万化 ,归根结底都是由最基本的两组对应(第一批判的先验
概念性与经验实在性的对应和第二批判的自由与法则的对应)中派生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 ,利科毫不含糊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一边。就知识论而言 , 这等于他宣布了他反对尼采的谱系学。
尼采的谱系学是一个知识论/伦理学。福柯追随尼采 ,并将他的谱系学作为方法学。福柯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看
作尼采说法的对立(参见 Foucault , 1980:202-203)。



所缺乏的。”(Ricoeur , 1991:202)所谓“具体的介变”就是以家庭结构 、经济秩序或者政治秩序

为介体 ,让带有意义的个体性在这些介体中呈现 、变化 。利科同意黑格尔的做法:“如此停留在

社会体制层面的`德性' 最终会构成实践理性的真概念。”(Ricoeur , 1991:202)① 利科界定“实

践理性”如下:“为了保留和恢复自由和体制的相互辩证 ,个人和体制采用一套措施 ,在它之外

并无带有意义的行动。这套措施就是实践理性。”(Ricoeur , 1991:205)为避免误会 ,应该提醒

一下:利科没有给“措施”赋予特别的意义 ,它只是用来强调自由和体制的关系。事实上 ,实践

理性就是在体制之中的自由的措施 ,并且在这样的关系里行动者的行动才带有意义。我们甚

至可以说 ,自由也就是实践理性。介绍至此 ,实践理性与社会体制的紧密关系表露无遗。实际

上 ,黑格尔为社会学定下了一个研究议程 ,而在该议程中“社会行动”占据着枢纽位置 ,因为所

谓“社会行动”无非是带有意义的个体性 ,即人的“奇异性” ,而“奇异性”又是主体的“普遍性”和

社群的“特殊性”之间辩证拓展的结果。

黑格尔进一步把“德性”引向政治哲学 ,利科对此爱憎交错。一方面 ,他认同亚里士多德的

提议 ,即人之“善”和“职能”只可能在城邦民众中得到实行 ,而且他赞同黑格尔并重新恢复了这

提议 。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政治是一种知识 ,为了整个城邦之故 ,这种知识把个人的善和群

众的善配合起来 ,也把个别的能力整合为智慧(Ricoeur ,1991:202-203);另一方面 ,亚里士多德

的说法在黑格尔德哲学里却以一个现代的形态出现 ,即国家哲学:在国家法治里 ,个人找到意

义和满足 ,而且在法制的构成中 ,个人意志在集体意志之中确认自己(Ricoeur , 1991:203)。但

是黑格尔的玄思与在现实中的发展不符 ,利科对国家十分失望:“国家不仅没有进步 ,事实上却

在倒退 。”(Ricoeur ,1991:203)他反对黑格尔把“精神”奉若神明 ,把“精神”放在比个人意识甚

至互为主体性更高的位置 。同理 ,他反对黑格尔把国家奉若神明(Ricoeur , 1991:203-204)。利

科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接受胡塞尔的设想 ,即只从互为主体的关系中的“他人”的构成就可以推

导出所有较高的群体 ,这刚好与黑格尔的设想相反(Ricoeur , 1991:204)。他认为韦伯的社会

学着实执行了胡塞尔的设想 ,加强了它的说服力 ,也认为知识论的个人主义比较可取(Ri-

coeur ,1991:204)。② 他赞成胡塞尔 、韦伯和舒茨的设想 ,即国家不过是通过对象化和异化的过

程 ,由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孕生(Ricoeur ,1991:205)。

很明显 ,利科以胡塞尔-韦伯-舒茨行动论抵抗黑格尔的国家论 ,而且他选择了支持前者 。

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但是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 ,利科其实没有讨论胡塞尔-韦伯

-舒茨行动论和黑格尔的国家论是否真正对立 。国家是不是由互为主体的关系中生长出来是

一个本体论的课题 ,不是知识论的课题。本体论上的争论涉及的经验实在往往超出了社会学

家眼中的经验实在 ,但是社会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回到社会学家眼中的经验实在中去 。社会

学家眼中的经验实在必然是建立在特定的知识论上 ,它的凝视不是用与生俱来的肉眼 ,而是需

要用寻找 、辨难 、思索和思索之后的信任才能获得的眼界。换言之 ,在没有厘清社会学理论所

依据的知识论之前 ,社会学理论的本体论问题是不能具体讨论的。这不是指责 ,利科是哲学

家 ,而不是社会学者 ,因而他没有责任给出社会学理论的理由。该责任留给了社会学家。

在社会学理论之中 ,利科谈及的对立却是极普通的 ,并且在各个层次 、不同的对立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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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科对韦伯社会学的了解不够 ,这一点我们在稍后会讨论到。另外 ,我还认为所谓互为主体关系的物化的说法也
不合理 ,有关这一点在讨论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时会得到澄清。

我个人认为 ,体制层面(insti tutional level)应该指社会体制层面。上面谈及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也应理解为社会
制度。



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出现 ,亦有相当多的社会学家尝试化解这一对立 。较明显的例子包括理解

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的对立①、微观和宏观的对应②、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对立③、个体与社

会的对立④、能动性与结构的对应⑤。我认为 ,有些对立是不必要的 ,是假的 ,有些是真的 ,需要

化解的 ,但就我个人所见 ,仍然没有一个化解方案令人满意。该问题很复杂 ,只能另文讨论 。

就本文讨论的需要 ,我采取另一切入法 ,即在众多社会学理论中挑选出适当地代表对立双方的

案例来讨论 ,提出新的化解方案 。我选择了加芬克尔提出的行动论(他另名为“民族志方法

学”)和他的老师帕森斯的行动论。加芬克尔发扬舒茨的行动论 ,挑战帕森斯的行动论 。我们

曾发现:康德 、黑格尔和利科的辩论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对峙之中 ,并且

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哲学支援帮助我们分析。但这仍不充分 ,在进入分析之前 ,我们需要更多的

哲学援助 。因此 ,我们先讨论利科的“行动犹如文本”论 。

四 、利科的“行动犹如文本”论

利科论证“行动犹如文本”来自他的文本论 ,他的切入点是“对话中的主体的同在不是所有

`领会' 的唯一模式” 。写读关系不是说听关系的一个特案 。”(Ricoeur , 1994:203)“写读处境自

有其提问 ,并非单纯地是说听处境的延伸。”(Ricoeur ,1994:210)我认为 ,利科的写读处境就是

舒茨的同代世界或者后人世界 ,说听处境就是同在世界 。虽然利科没有明确指出他与舒茨的

共识 ,但他显然知道 。⑥ 明白了这一点 ,利科的思路就易懂了 。他先把写读处境从说听处境中

分辨出来 ,再确认只有写读处境才是社会科学⑦ 之所以成为可能的诠释学上的根据(Ricoeur ,

1994:203)。这显然是针对狄尔泰至伽达默尔的 ,有意或无意地一面倒向说听处境的偏颇 。利

科毫不含糊地指出 ,伽达默尔所标榜的“视域融合”只能发生在说听处境中 ,与写读处境无关

(Ricoeur ,1994:191-192)。换言之 ,“视域融合”与社会科学无关 ,也不是社会科学的目标 。对

利科来说 ,社会科学的真理来自写读处境 ,同时 ,社会科学的真理也不会因为脱离说听处境而

变得不值得追求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当然存在 ,但其差异绝不是南辕北辙(Ricoeur ,

1992:209)。利科肯定社会科学必须是客观的(Ricoeur , 1994:151),在这一点上他与从狄尔泰

到伽达默尔的看法都不同 。

写读的客观性⑧ 来自文本的对象性。文本的四个特性构成了它特有的对象性:(一)文本

固定了论述的意义 ,(二)文本的意义从作者的意图中脱离而出 ,(三)文本呈现了发自自身的

`世界' ,不再指涉文本诞生时的起始处境 ,(四)文本把自己开放给普世的读者(Ricoeur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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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Objectivity”一词可译为对象性 、客观性 ,甚至客体性。我遵从下列原则:如涉及的是研究对象 ,译为对象性。 如涉
及到对对象加以研究之研究以及所得 ,则译为客观性。牵涉到主客体之分时 ,译为客体性。 很显然 ,研究对象特有
的对象性决定了研究及其所得特有的客观性。在本文提及的文章中 ,利科的讨论很少牵涉到主客体之分。

利科的讨论牵涉的是社会科学 ,本文只讨论社会学。在本文中不妨把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等同起来看待。
就我个人所见 ,利科绝不谈同在世界(参见 Ricoeur , 1991:238 , 245)。
例如吉登斯的能动性(agency)与社会结构(social st ructure:Giddens, 1984).
例如艾利阿斯所反对的个体(individual)和社会(society)之区分(参见 Elias, 1991)。

例如布迪厄所反对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和“客观主义”(objectivism)之区分(参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
1992)。

这是一个泛称 ,包括许多流派的说法。该对应在 80年代重新进入英语社会学理论讨论是由于在一群美德两国的
社会学家发表了他们在 1984年举行的研讨会的论文集 ,该论文集的命名为:微观-宏观联系”(有关编者的立场请
参见Alexander et al., 1987:1),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例如美国人类学家 P.拉比诺(Paul Rabinow)和哲学家威廉姆·M.酥利万(William M .Sullivan)极力主张该对立的
成立(参见 Rabinow and Sullivan , eds., 1979:1)。在两者共编的该书中值得注意的是:实证主义被摆在对立的首位。
就哲学而言 ,该对立其实是不确实的。他们举出三位哲学家作为理解社会科学的同路人 ,即泰勒(Charles Taylor)、
伽达默尔和利科。正如本文中所示 ,利科显然不会视理解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为对立 ,这正是他“行动犹如文本”
论要说明的。该书举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 fford Geertz)为理解社会科学的代表。



210-208)。“文本不单把自己从作者身上解放出来 ,也从对话意境的狭义中解放出来。正因如

此 ,写作揭示了论述的归宿在于投射出一个世界。”(Ricoeur ,1994:202)① 我们可以说 ,文本作

为存在物 ,持久地和自主地存在于符号域② 之中 ,并且在此域中“通过阅读 ,文本的使命得以

完成 。在阅读的过程中 ,解释和理解永不休止地对立和和解 。”(Ricoeur ,1994:164)。

尽管利科仍然保留事实域和符号域的实在性区分 ,我个人认为:能够在符号域中持久地和

自主地存在着的事物 ,并且成为阅读物 ,又是解释和领会的对立和和解的具体根据 ,我们不妨

称之为事实 。我们甚至可以确定地说:文本即事实。费利格和胡塞尔对意义的设想也间接地

支持我的观点:“意义不是某人心中的理念 ,不是心智内容 ,而是概念对象 ,是可以由不同时代

的不同个人一再辨认的同一对象 。”(Ricoeur ,1994:184)③ 根据这个设想 ,意义才有可能被固

定为文本 ,文本在符号域的持久性和自主性才得到体现 。顺带一句 ,利科同意费利格和胡塞尔

对意义的设想(Ricoeur ,1994:185)。

明白了文本的对象性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利科对解释和领会之间关系的设想 。④ 这

必须从狄尔泰谈起。对狄尔泰而言 ,解释与领会是对立的 ,该对立来自自然与心灵的对立 ,两

者不可能并存于同一实在性里 。解释只能用于自然域 ,而在符号域内只能有领会。他认为 ,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因此而对立 ,社会科学必须有自己获取知识的手段 ,这手段是理解(Ri-

coeur ,199:209)。就手段而言 ,解释与理解的对立可以说是具体化 、操作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的对立 。如何化解这具体化 、操作化了的对立就是利科的文本论的核心课题(Ricoeur ,

1994:150)。

狄尔泰是如何界定领会和理解的呢 ?利科转述狄尔泰:“一个人的心智生活必然展露出符

号 ,符号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的 。我们通过可感知的符号得知这个人的心智生活 ,领会就是这个

过程 。心智生活的符号是被持久地固定下来 ,成为书面的人类见证 、书面的纪念碑。理解就是

应用于有些以书写为特征的展示品 、见证和纪念碑的领会能力 。理解也就是领会的局部 。由

于符号因书写得以固定和保存 ,理解也为领会提供了客观性的尺度。”(Ricoeur ,1994:151-152)

利科认为 ,解释与理解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化解 。狄尔泰“把解释排诸社会科学门外 ,冲突却

重现在理解这概念的正中心。一方面 ,理解从属于领会 ,而领会却是个心理学化的概念 ,是直

观的 、不可检验的;另一方面 ,社会科学的理念本身免不了客观性的要求。”狄尔泰的“诠释学既

要保留领会的心理学化倾向 ,又要追寻理解的逻辑 ,在这两重要求中 ,它不得不分裂。领会和

理解的关系终归是个问题 。”(Ricoeur ,1994:51)

利科重新界定领会和理解 。作者“领会就是当着文本的面领会自己。领会不是以我们有

限的领会能力加诸文本身上 ,而是把自己暴露于文本面前 ,并从文本处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

己。这个自己正是文本所提议的生存 ,而该生存是与文本所提议的世界是最相应的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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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除了利科 1994年著作中第五章外 ,他还在 1991年著作第六章中谈及解释与领会。我个人认为后者的讨论没有前
者详尽透彻。

我认为 ideal object 翻译为概念对象比较合乎利科的原意。 第一 ,即使意义不具有经验实在性 ,但它既然是一再为
人所辨认 ,自然是一个对象。第二 ,人之所以有能力辨认是由于人拥有超验概念性。当然这采用了康德的第一批
判的设想。

事实域(sphere of fact s)和符号域(sphere of signs:Ricoeur , 1994:210)在西方哲学的习惯用法中是对立的。

利科的新意在于:海格德试图把知识论结束在本体论之中 ,利科却再从海格德的本体论中把知识论解放出来。就
社会学理论而言 ,海格德的现象学 ,尤其是深受他影响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使部分社会学家误认了社会学的研究
对象是对话本身。该误会的责任不在海格德和伽达默尔 ,而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社会学家。



coeur ,1994:143)至于理解 ,如果从读者角度来解说 ,则是“挪用”①。“`挪用' 即读者对文本的

理解沛然赋流形为对自己的理解 ,从而更好地领会自己 ,重头再领会自己 ,或者简直是才开始

领会自己 。”(Ricoeur ,1994:158)这是从反思哲学的角度解说 。反思之所以成为可能 ,它是来

自于文本特有的对象性 ,即它的开放性 ,“它容许阅读者加入他的论述 ,它并且更新它的论述。”

(Ricoeur ,1994:158)如何从文本角度来解说 , “理解就是遵从文本所开出的思路 ,沿着这条思

路走向文本的所指。”(Ricoeur ,1994:162)所谓“所指” ,即文本所蕴含的可能意义 。这是从文

本的持久性和自主性出发的解说 ,也就是非主体主义的解说 。主体不再是至高无上的 ,文本作

为对象不是阅读者的附从 。利科采用了主客兼容 ,或者更准确地说 , “主扩客助”的哲学态度 ,

为了矫正现代哲学对主体主义的偏爱 ,他甚至提出了“主体的幻象”的批评。主体主义者的错

误主要是发生在对“挪用”这一概念的误解 ,他们误认为“挪用是在主体中的对象性构成过程的

一种形式 ,也是由主体动手建构对象性的一种形式 。”(Ricoeur , 1994:190)文本特有的对象性 ,

特别是文本的自主性和开放性 ,不容许主体主义的解说 ,“挪用不是把理解屈从于读者的有限

的领会能力之中 。”(Ricoeur ,1994:190)②

利科如何设想领会和理解之间的关系? 就我个人所见 ,利科没有如伽达默尔所作的那种

明确说法:“领会和理解终归一回事。”(Gadamer , 1995:388)但他会同意伽达默尔:“领会在理

解中发生”(Gadamer , 1995:389)。“所有理解都是在语言这个媒介体进行的 。”(Gadamer ,

1995:389)他大概会同意狄尔泰的设想 ,即理解就是应用到文本上的领会能力 ,理解也就是领

会的局部。但他绝不同意领会是领会另一个人的心智生活 ,也决不同意理解为领会提供了客

观性的尺度 。就利科的文本论而言 ,领会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关心的

是解释和理解的关系 ,他形象地称之为“诠释弧” 。弧就是桥 , “桥的一端锁定在生活过的经验

的岸上 ,理解作为挪用 ,就是这一端的最后一个的箝结 。”(Ricoeur , 1994:164)领会作为领会自

己 ,也就是领会自己的生活世界 ,自然是靠近生活过的经验这一端 ,与理解同生共死。诠释弧

的另一端是解释 。什么是解释 ?我们先谈该问题的反面:对利科来说 ,什么不是解释 ?在一个

对 19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史的简单描述中 ,他表示了反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所谓历史

主义即是“把文艺作品的内容联系到产生作品的社群的社会条件 ,或者联系到作品面向的社

群。解释文本在本质上是把文本视为考虑某些社会文化的表达以及对某些在时空上集结的复

杂事件的反映。”(Ricoeur ,1994:184-185)这当然包括社会学的解释。我们应该立刻指出 ,利科

只是纯粹文学的角度看“历史主义”的解释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追

问利科:既然社会行动犹如文本 ,把社会行动联系到它发生的社会条件 ,是否也不是正当的解

释呢? 就我个人所知 ,利科没有讨论过此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遗漏。更严重的

是 ,这可能不是遗漏 ,而是利科极可能认为把社会行动联系到它发生的社会条件确实不当的那

种解释。因为他选择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的结构分析作为解释文本的范式 。

对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我个人认为包括韦伯在内),这是令人惊讶的选择 ,因为社会行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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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科在此句中所指的读者是作者原本心目中希望得到的读者 ,即原初读者。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后来的读
者。另外需要提及的是 ,这样的主观主义解说不是没有经验依据的。 事实上 ,的确有些人会把对事物的理解完全
放在自己固有的领会能力内 ,从不会从事物开放出的意义角度拓宽自己的理解。换言之 ,主观主义描述的是一个
自我封闭的认知主体。但是 ,文本的持久性和自主性———“文本即事实”迫使读者面对它。同时 ,文本的开放性迫
使读者领会到文本蕴含的可能意义或许异于他已领分的意义。因此 ,利科提议的“主扩客助”的认知模式很可能更
准确地描述了读者的“此在”(Dasein)状态。

“挪用”一词的字面意义是占有 , 是利科从德语“ aneigung”直译过来的 , 它意思是`据为己有' (参见 Ricoeu r , 1994:
185),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 , “挪用”的存在模态是“游戏” 。作者固然是游戏者 ,读者同样也是游戏者。



生的可能社会条件正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究竟利科把这个核心问题置于何地 ?既然不

是解释 ,能不能是理解? 又或者利科认为 ,社会行动发生的可能社会条件既不是解释也不是理

解? 所以应该彻底弃置? 就个人所读 ,利科没有作出讨论。但这在社会学上是一个关键问题 ,

必须回答 。我稍后会详细讨论 。

利科对自己的选择有何说法? 他遵从现代语言学家作出的一连串的概念对立 ,特别是索

绪尔的言语和话说的对立(Ricoeur , 1994:133-134)。① 我们应当注意到该对立在哲学上与胡

塞尔的“加上括弧”(Schutz ,1962:229 , 249)这一概念相互呼应:“阅读者可以采取两种阅读态

度。其一 ,停留在给文本意义加上括弧的状态里 ,把文本作为没有世界也没有作者的阅读对

象。如此则是以文本的内部关系 、结构解释它 。其二 ,摘除`括弧' ,加入话说 ,使它恢复为活生

生的沟通。如此则是理解它。这两种可能都是属于阅读 ,而阅读就是两种态度的辩证。”(Ri-

coeur ,1994:152)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完全符合利科所说的第一种阅读态度② ,而神

话的记载确实是文本的一种。因此 ,就文本理论而言 ,利科视结构分析为解释文本的范式可说

是合理的理论扩展。但是如何再进一步推广到社会行动呢 ?利科的答案可以简化为三个命题

和一个结论:第一 ,语言现象是符号学系统的一种。第二 ,社会现象其实也是符号学系统的一

种。第三 ,结构模式适用于所有各种符号学系统的解释 。结论:结构模式适用于社会现象的解

释(Ricoeur ,1994:218-219)。

利科的答案停在这个结论上 ,然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 ,这不是一个答案 。既然利科同意符

号学系统是社会现象 ,它就应该回答社会学祖师涂尔干必然提出的问题;符号学系统(作为社

会现象)何以为可能 ?它也应该回答另一祖师马克思必然提出的问题:符号学系统(作为社会

现象)的权力结构是何等模样 ?所有这些提问都指向符号学系统的社会学论述 ,甚至它的社会

学意义 ,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 。语言学和社会学好像两条互相咬着对方尾巴 、互相吞

噬的蛇。好像谁都能够吞下对方 ,但是事实上谁也无法吞下对方 。

五 、社会学的符号学系统

既然语言学之蛇吞不下社会学之蛇 ,从社会学之蛇的角度来考虑 ,社会行动③ 的社会学

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得先简单说明何谓语言学解释 。利科这样说:“语言学考虑的只是

抽掉了正当意义的语言单位所组成的众多系统 ,每个这样的系统都是以它与所有其他系统的

差异来界定的。这些单位都是对立的单位。在一堆互不相连的单位之间所进行的对立和结合

这样的相互活动就界定了语言学所指的结构。”(Ricoeur ,1994:153)所谓“抽掉了正当意义”是

指胡塞尔所说的“加上括弧” ,即暂时不谈文本向阅读者开放的意义世界。

虽然社会行动犹如文本 ,但终归不是纯粹的文本 ,社会行动身处的符号学系统终归也不是

纯粹的语言学系统。除去社会行动或多或少地必然带有的语言成分之后 ,它究竟是由什么模

样的单位组成的呢 ?利科没有给出答案。即使回到韦伯的原本定义 ,社会行动也只不过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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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应该提醒的是 ,利科对“社会行动” 、“社会现象”和“社会实在”三词没有严格区分 ,而几乎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就
康德的第一批判而言 , “现象”和“实在”是同义词。从利科的有关文章来看 ,他依据康德的用法。至于“社会行动”
和“社会现象”的等同问题 ,我个人认为:是由于利科对社会学缺乏深入了解而引起的误会。 为了便于讨论 ,我暂时
依从利科的用法 ,不加区分。

利科复述了列维-斯特劳斯对俄狄浦斯(Oedipus)神话的结构分析 ,以之为例(参见 Ricoeu r , 1994:15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索绪尔所说的“言语”(langu)不是书面语(参见 Saussure , 1983:24-25),利科没有谈及这一点。
列维-期特劳斯有可能谈及 ,因为后者显然是研究书面记录的神话 ,并以此为分析对象。但就我个人所读 ,还没有
看到列维-斯特劳斯谈及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



个人的行为和他自己给予的主观意义所构成 。但是舒茨已经说得很清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

是不可知的 。也正因如此 ,利科才能说“社会行动犹如文本”。正如写作者的主观意义不在文

本之内那样 ,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并不在社会行动之内。另一方面 ,即使个人行为所包括的语言

成分足以支持语言学解释 ,其非语言成分也不可以置之不理 。事实上 ,行为的语言和非语言成

分必须是一并解释才能构成所谓社会学解释 。

文本与社会行动先天有别 ,前者有预先给定的语言学结构 ,后者却没有预先给定的社会学

结构 。语言学结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源自语音的有限性:人可以发出的语音极其有限 ,而且语

音必须清楚分辨 ,所以说话只可以是利用有限的清楚分辨的语音说出无限的安排。从有限资

源到无限安排正是结构之要旨 。说话有了结构性 ,说话的指涉也就能从结构上被确任和再确

认 ,达到“人所共知”的境地。还有 ,所有的安排绝不逸出有限的语音之外 ,因为逸出的结果使

说话的指涉不能确认 ,于是也就“不知所云”了。有关的说话群体就是这样无时无刻地保证了

语言学的符号系统的有效性。相对于每一个说话者而言 ,语言学结构也就是预先给定的 。由

于书面语是口头语的代表① ,而文本即书面语 ,文本的语言学结构也就是预先给定的了 。

回头看社会行为 ,景况有异。行为包括说话和举止(即说话以外的所有行为),说话绝对是

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 ,但举止是不是社会行动却大有疑问 。说话者之所以说话就是要清楚地

让听者确认 ,或者如布迪厄所说的“误认”(misrecogni tion)他话内的主观意义 。有时他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 ,多次重复 ,或者反复论述 。因为种种有意无意的沟通安排② ,他话内的主观意义

可能极其难以确认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总是“语带相关” 。换言之 ,话的主观意义总是披挂

在话的身上 ,是外露的 ,尽管可能是“聊斋志异”所说的那种“画皮”。与此相反 ,举止的主观意

义却不一定是披挂在举止的身上。举止固然可以没有主观意义 ,即使有也往往是闪烁的 ,不是

为了给别人传达其主观意义③,甚至有时还是为了故意误导别人 。因此舒茨的说法 ,即“一旦

行为成为研究对象 ,行动的主观意义即不可知 , ”往往是不折不扣地适用于举止之上。我们的

结论是:单就举止而论 ,社会行动确实不可能辨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该结论推广到行为上:

因为说话和举止常常交织 、纠缠不清 ,就行为的整体(即说话加举止)而论 ,社会行为也是不可

能辨认的 。换言之 ,作为研究对象而言 ,社会行为确实是任意的 ,它本身并不具备丝毫“自然而

然”的对象性。这显然与文本截然不同 ,社会学家可没有语言学家的好运气 。

缺乏了“自然而然”的对象性意味着“自然而然” 的结构性和边际性也付诸阙如 ,社会行动

与文本显然有异 。文本是说话的代表 ,语音是说话的“自然而然”的基本的分析单位 。但是 ,社

会行动却没有如此“自然而然”的基本的分析单位 ,即没有建立结构必需的“自然而然”的砖瓦 ,

结论当然是社会行为本身并不具备“自然而然”的结构性。这是往内迫视的结论 。如果我们转

过头往外眺望 ,社会行动总是无边无际 、没完没了。文本总算是停留在纸张的四角之内 ,但是

社会行动到底如何才算完成? 一方面 ,由于写作需要确定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必须交出文本 。

只有交出了文本 ,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当作者;另一方面 ,只要他交出了文本 ,文本的边际就算是

一举而定了。换言之 ,作者必须向读者公开地说“完了” 。但是行动者并不需要对旁观者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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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换言之 ,举止往往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行为。事实上 ,所谓沟通行为只是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的其中一种。

例如:“话中有话” 、“名褒实贬” 、“指桑骂槐” 、“弦外之音” 、“字里行间” 、“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言不由衷” 、“口
是心非”、“口蜜腹剑” 、“沉默寡言” 、“守口如瓶” 、“装聋作哑” 、“夸夸其谈” 、“言过其实” ……上述例子日常生活中俯
拾即是 ,可见说话作为社会行动的确够光怪陆离的了 ,能不慎听乎 ?

我们暂时依从索绪尔的看法:“语言和它的书面形式构成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 后者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代表前
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书面和口头用字的混合体。只有口头用字构成研究对象。”(Saussure , 1983:24-25)有些
语言学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了。”他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 ,与旁观者的认可无涉。行动者从不需要向旁观者交出他的行动

以获取行动者的身份 ,他也不可能向旁观者交出他的行动 ,因此行动的边际从来没有落定 。只

有像“盖棺定论”这样终极的处境 ,行动者才算是因为与世永别而向旁观者交出他的一生行止 。

但是 ,这只是舒茨所说的“前人世界” ,社会学的关怀当然不止于此。结论是:社会行动并不具

备“自然而然”的边际性。

究竟社会行动寄身于什么模样的符号学系统里 ?或者更确切地从研究者的角度说 ,究竟

什么模样的符号学系统才能供社会行动栖身 ?后一个问法比前一个问法更恰当 ,因为社会行

动本身并不具备“自然而然”的符号学系统 ,只能由研究者有意识 、有计划 、有目的地提出来 。

上述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说明 ,可供社会行动栖身的符号学系统肯定不可能如语言学系统般地

由字到句 、由句到段 ,层层加建(Ricoeur , 1994:156)。这是负面的说法。我们可以从正面进一

步地说 ,社会学能用的符号学系统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等级层次 ,只有核心问题① 和为了提问

而必须引入的名词和相关的概念或观念② ,而这些名词之间的对应和结合总是围绕该核心问

题而作出的 。这显然是个与语言学系统完全不同的组织 、安排和方法。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

学理论的声称 ,我们必须仔细厘清 。

根据上述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 ,韦伯所界定的社会行动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

个稳定 、清楚明白的 、可为研究者确认和再确认的研究对象 。其次 ,我个人认为 ,韦伯所界定的

社会行动也不是社会学中最有发展潜质的方法学进路 。事实上 ,韦伯的实际研究也不单纯是

由社会行动论出发(Alexander et al.,1987:16-17),他的方法学更不限于社会行动论之中 。③

其三 ,我个人认同利科的做法 ,即社会学的分析只能是诠释学所说的解释 ,是如胡塞尔所说“加

上括弧”的 ,它与理解或者领会的关系只能是通过利科所说的诠释弧。如此 ,社会学才可能有

自主的理论空间 。这正如索绪尔利用语言和话说的对应去开拓语言学的理论空间那样 ,理解

或者领会就归到话说和一方去了。从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的角度看 ,这恐怕是唯一最可行的

进路 ,舍此则荆棘满途。换言之 ,把理解或者领会带入社会学的解释只能是辩证地进行 ,即反

复回往地 、永远一正一反地论述 ,而不可能是整合性地进行 ,即纯粹正面地把理解或者领会带

入解释的论述之中。由此可见 ,所谓诠释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只可能是辩证的结合 ,不可能是正

面的整合。这也等于说 ,诠释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只能是“弱关系” ,不可能是“强关系”④。事实

上 ,古典社会学家(包括韦伯)大都有意无意地遵从“弱关系”的原则去处理哲学与社会学的关

系。据个人所见 ,在比较出色的当代社会学家中还没有谁能够有说服力地建立“强关系”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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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社会学的中文文献里 ,阮新邦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多次主张的“强烈价值介入论”正是试图建立“强关系” 。最新的
例子参见阮新邦 , 1999。

布迪厄皮里阳秋地称之为“韦伯的外显方法学”(Max Weter' s explicit methokology),这等于说韦伯在方法学上另有
乾坤。他分析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所得出的结论是 ,韦伯在研究中逸出了主体的范畴(社会行动是其一),采用了客
体的范畴(利益和位置是其例子)。参见 Bourdieu , 1987:121。

我们不妨说 ,名词就是 signifier;概念(concept)或观念(idea)就是 signified.

我借用了社会学家劳斯·奥图瑟(Louis Althusser)推广的“疑问的”(p roblemat ic)概念(参见 M arshall , 1996)。但我不
强调“将他者排除于考虑之外”(excluding others f rom consideration),而强调“问题及议题的提出”(posing of certain
problems and issues),并视之为“组成概念的相关性”(the interdependence of it s component concept)的起源 ,所以提问
是核心 ,名词是衍生物。



法兰克福学派①。

究竟社会学家提出的核心问题如何赋予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具备的符号学系统

呢?我们不妨以涂尔干的第一本名著《社会分工论》(以下简称《分工》)为例②。涂尔干的核心

问题是:“众多的个人何以能够组成一个社会 ?众多的个人何以能够达致共识 ,即社会存在的

必要条件?”(Aron ,1972:21)为了讨论核心问题 ,涂尔干马上提出了一组对应 ,即机械团结相

对于有机团结(Aron ,1972:21-22)。该对应固然是名词的对应 ,是涂尔干命名的 ,但也是概念

的对应 。名词是“能指” ,概念是“所指” 。索绪尔譬喻“能指”和 “所指”是一张纸的两面 ,须臾

不可离 ,而这张纸就是“符号”③。涂尔干的核心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会学问题纠缠在一

起 ,其中一个是社会的进化问题 ,所以他必然卷入“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应 。就思维形式

而言 ,这两组对应可以说是按利科所说的类比原则④ 联系起来的(Aron ,1972:22)。撇除进化

论的其他理论问题 ,这一对应为前一对应 ,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提供了人类学的 、实证的测

验。事实上 ,由涂尔干的《分工》引发出来的对“原始”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充实 ,成功地作出

了实在的反例来证明他提出的对应缺乏普遍性(Coser ,1997:xxiv)。这正是涂尔干作为社会学

理论家的成功之处 ,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他失败了 ,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必须预留充分的空

间 ,即实在可能性 ,以便别人争议和测验(Coser , 1997:xxiii-xxiv)。

涂尔干充分利用类比原则 ,再添加三组对应 。即“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的对应(Aron ,

1972:22)、“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对应(Aron , 1972:24-25)、以及“镇压法律”与“补救法

律”的对应(Aron ,1972:27),连同先前的两组 ,一共五组对应 。一方面 ,它们都是核心问题的

“侧影”(Adembrations),也是衍生问题;另一方面 ,它们都是概念 ,也是核心问题的答案(不妨

称之为形式答案)的概念基础 。

重要的是 ,它们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符号学系统:

(一)每组对应有两个符号 ,每个符号既有“能指”(即名词)也有“所指”(即概念)。

(二)每个符号固然与它对应的符号相呼应 ,也同时因为对应之间的类比而与其他符号连

接起来⑤。这五组对应的右方连接为“机械团结-原始社会-分段社会-集体意识-镇压法律” ,左

方连接为“有机团结-现代社会-分工社会-个体意识-补救法律” 。至此 , 《分工》的符号学系统灿

然大备 ,是一个五乘二的符号学矩阵。

(三)该符号学矩阵表面上是极其有限的符号学资源 ,实际上却足够支持极其丰富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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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对应和连结是符号与符号之间最重要的关系(Ricoeur , 1994:153)。
类比(analogy)原则是一个超验原则 ,不是一个实在推理的过程(另参见 Ricoeu r , 1991:239)。

“符号”是 sign , “能指”是 singi ficant , “所指”是 signifie。索绪尔(1983)的英译是 sign, signal , signification。当下比较通
用的英译是 sign , signi fier , signified。“能指”和“所指”两个中译名词连同索绪尔的譬喻是从关子尹(1994:228)借来
的。关的著作对本文将符号学运用于社会学理论研究启发颇多,并蒙关先生的俯允笔者旁听他讲授的康德第一批
判 ,获益良多 ,于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采用阿隆和科塞的评述(前者参见 Aron , 1972:21-23;后者参见 Coser , 1997:ix-xxiv)。

法兰克福学派可能是最接近企图建立“强关系”的学派 , 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总结该学派的立场为一句
话:“阿道诺和哈贝马斯的基本议题……意旨(产生于曼海姆)在社会学中事实知识与价值判断彼此须臾不可离。”
(Popper , 1992:87-88)阿道诺(Adorno)是该学派的首领 ,哈贝马斯是他的弟子。他们也没法提出有力的论证。 例子
是 1961年德国社会学会的会议 ,当时阿道诺与波谱的辩论。会议安排波普先说他的知识论 ,再由阿道诺回应。后
者在回应中根本就没有就前者知识论讨论 ,可说是自说自话。 主持讨论的社会学家达廉道弗(Dahrendorf)也不满
意。这不成辩论的辩论由双方的弟子继续了数年 ,哈贝马斯是参与论战的主将之一。有关的文章由阿道诺负责汇
编成书(Adorno , et al., 1976 , The Posi ti vist Disp ute in German Sociology),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言 ,实质是补充当时
他在会议上的讲话 ,但是却没有给波普先看 ,没有给他机会回应。该书将波普定位为“实证主义者” 。当然这是毫
无根据的 ,波普的 1934年成名作《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 i f ic Discovery)就批评了实证主义。波谱自
称是批判理性主义者(crit ical rationalist)。波普对阿道诺一派的做法很生气(参见 Poper , 1992 , 第一章“Against Big
Worlds”)。旁观这场不知所谓的论战 ,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有意回避对方的批评。现在看来 ,真正的原因在于:
在哲学上很难有根据地 、有说服力地为“强关系”辩护。



(即面对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解释),正好满足了语言必须充分地支持话说的符号学系统要求。

(四)这些话说曲折地指向极其丰富的社会现象 ,而这些社会现象又不一定需要跟涂尔干

原本的核心问题有什么大关联 ,正好满足了语言必须与话说相对地自主的符号学系统要求。

我们注意到 ,社会学终于透过独有的途径获得了有别于语言学的符号学系统 ,获得了一个

独有的结构性 ,也终于能够提供有别于语言学的解释。这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可能是错误的

决定 。由于牵连重大 ,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于兹不赘。需要一提的是利科的看法 。他认为:“如

果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含有意义的行动 ,则文本与行动的类比足以使理解理论从论述和写

作的桎梏中脱身 ,并且可以扩展到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Ricoeur , 1994:37-38)所谓“理解理

论”是指诠释学 ,所谓“论述和写作”当然包括文学 。所谓“扩展”应该是指以“文本为主 、行动为

从”的扩展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明白为什么利科选择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作为解释的范

示。如果顺着利科的思路走 ,社会学应该归入文学了。但是社会学的符号学系统显然与语言

学的符号学系统有异 ,利科所设想的文学扩展就变得没有道理 ,社会学也不应该归入文学 。

《分工》所展示的符号学系统就是寄身在《分工》这文本里 , 《分工》也因而成为它的词典 ,后

来的社会学家评论《分工》也就是企图修订或增订这词典。很显然 ,社会学的符号一经创造是

不容随便修订的 ,《分工》(即词典)永远地把它们(作为第一版)固定下来。正确的社会学用法

永远应该是如此开场白:“根据涂尔干的《分工》所说 , ” ……这样严谨 、近乎学究式的使用方法

是必要的 ,理由有二:第一 ,对于同一个社会学现象 ,每个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有可能不

同 ,因而会采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提问和回答。这与语言学系统不一样 ,不能毋须双方事先声称

就可以大体上假定对方是采用同意符号学系统。第二 ,即使社会学家不断是使用同一社会学

的符号学系统论述社会现象 ,他们也决不会拥有像一般的说话群体因不断地使用语言学系统

而无意中保护了其有效性 。社会学家在说话时常常有意无意地逸出了从某一个核心问题所开

展的符号学系统 ,进入另一个核心问题所开展的符号学系统 ,因为随着辩论的发展 ,任何一个

核心问题所开展的符号学系统都难以满足辩论的符号需要 。辩论应该是无休止的 、开放的 ,但

是任何一个核心问题所开展的符号学系统必然是有限的 、大体上是封闭的 。换言之 ,社会学家

们被迫有意识地 、刻意地维护社会学的符号学系统 ,否则它必然崩溃。脆弱 、需要呵护是它的

特征之一。这并不等于说社会学的符号是不容修订的 。通过充分的辨难 ,社会学家可以添加

新名词(作为能指)和新概念(作为所指)、可以修改或放弃已有的名词或概念 。文学创作显然

与此不同:同样是挥手作别(作为能指),古今中外有无数杰作 ,各有独特的文学意义(作为所

指)。每一个文学的“能指”都指向无数个“所指” ,可以说是达到“无所不指”的地步 ,可以说在

创作上是放任的 。但是社会学的辨难不容放任 ,因为放任的创造新词只会导致符号学系统的

失守 。就以涂尔干为例 ,他的新词典是经过与 19世纪的多位社会思想家辨难之后才提出的 ,

《分工》的内容说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要解释的社会现象而言 ,《分工》(作为词典 、作为符号学系统)不应被视为解释的对

象。两者居于不同的分析层次 ,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和话说的区别 , 《分工》犹如语言 ,社

会现象又如话说 。如果社会现象犹如文本 ,则“《分工》绝不可以犹如文本。只有视《分工》为社

会现象的词典 ,社会学的解释才成为可能 ,否则 , 《分工》不可能成为解释的根据 ,只可能变成与

社会现象一同被阅读者理解的对象 。后果之一是 ,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是语言学的结构分析 ,

这等于把社会学归入文学 。后果之二是 ,语言学的客观性取代了社会学的客观性。这当然是

反社会学的 ,等于取消社会学独有的符号学系统 ,失去了社会学独有的结构性 ,也失去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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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性 。这正是社会学“语言学转向”的缺失。

六 、加芬克尔和帕森斯的行动论

讨论至此 ,我们必须回顾社会行动和其他相关的符号在社会学理论中的沧桑史 ,这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行动所需的符号学系统 。我说过韦伯所界定的社会行动本身并不足以构

成一个稳定的 、清楚明白的 、可以为研究者确认和再确认的研究对象。事实上 ,社会学家已经

从韦伯的原本定义发展开来 ,分化出各个相关但相异的理论或概念 。包括帕森斯的行动论和

米德的社会行为论(已经成为社会学的历史遗产)、有些当今社会学家致力发展的能动性和结

构的理论 ,以及诠释论所说的理解和意义①。社会现象如此? “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名词 ,近

年已逐渐被淘汰了。另一个社会学名词 ,“社会实在” ,也遭同一命运②。这反映了社会学符号

近年的陵替 ,取代“社会现象”(或“社会实在”)而起的是“社会建构”一词③。绝大多数的社会

学家都会同意:社会是社会性地营造出来的。不过 ,这样说只是泛泛之谈 ,说不上是一个具备

正面意义的社会学立场 ,甚至可以说只是挖空了社会学意义的俗套话。所谓“社会建构论”只

是一泛称 ,包括各门各派的理论 ,其中之差异绝非大同小异 。我们必须回到个别的社会学家对

这个问题的具体看法和做法中去 ,只有如此 ,才能正面地讨论。加芬克尔在五六十年代发展的

民族志方法学正是社会建构论之一 ,我采用了社会学家何列蒂治的解读(Heritage , 1984)为讨

论文本 。他的理论起点正是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论的激进回应 ,并且在重要的关节上有着根

本的分歧(Heritage ,1984:33)。

帕森斯的行动论是:行动者被视为面对着行动的处境 ,并且一些他们曾经学过的或内化了

的规矩适用于该处境 。他们在这个环境里的行动则被视为由这些规矩所“指导”或“引发”的 。

在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的情况下 ,只要他们已经学到同一的行动规矩和对处境有着同一的认

定 ,他们就能够互相配合行动(Heri tage , 1984:104-105)。该行动论有两个假设:其一 ,行动的

环境是事前建好或界定的 ,并且行动者的行动走向也改变不了它 。(二)行动者只不过是同一

地辨认处境 、应用同一的规范 、作出共同的行动(Heritage ,1984:108)。加芬克尔虐称这样的行

动者为“给下了文化麻醉药”(cultural dope),也就是说 ,行动论无理地规限了行动者必须是丧

失自省能力的行动者 。

加芬克尔行动论的核心概念是行动的“自省的可交待性” ,其构成环节如下:(一)行动即有

组织的日常事务;(二)日常事务的场地是需要生产和管理才会有的;(三)场地的生产和管理是

随着有关成员的活动出现的;(四)场地是需要交待清楚的;(五)交待是一个由有关成员实行的

程序;(六)有关成员的活动就是这个对人对己都能够交待清楚的程序;(七)在性质上 ,交待的

实行和交待本身都是自省的(Heri tage ,1984:109)。经由行动的自省特性 ,参与者发觉自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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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一词没有在《社会学词典》(Theodorson and Theodorson , 1979)中出现 ,而在马
歇尔(Marshall , 1996)却有详细的说明。词条中提及的人物 ,威康姆·I.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是芝加哥学
派的早期人物 ,他提出了“情境界定”(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一词。皮特·泊格(Peter Burger)和托马斯·拉柯
曼(Thomas Luckmann)是舒茨的学生。M.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是英国人类学家 ,布朗(Radcliff e-Brow n)的学
生 ,她紧随涂尔干的学说 ,也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巴瑟尔·博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有关英国社会和教育的实证研究
(Douglas , 1973)。

《社会学词典》(T heodorson and Theodorson , 1979)仍然有“社会现象”(social phenomenon)和“社会实在”(social reali-
ty),到了马歇尔的词典中(Marshall , 1996)就消失了。

1969年出版和 1979年再版的社会学词典(Theodorson and Theodorson , 1979))中有“行动”(action)和“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两项。到了 1994年出版 , 1996年再版的马歇尔(Marshall , 1996)的词典还有“社会行动”一项 ,不过正
面的说明没有了 ,只有转介到其他词条中。如“社会行动”出现。参见“行动论”(action theory);”能动性”(agency);
“理解”(in terpretat ion);“意义”(meaning);“社会行为主义”(social behaviorism)等词条。



帕氏:是行动者之间的知识和道德共识的产物 ,该共识是具有内容的 ,为互相配合的行动

提供稳定的指令 。

加氏:是程序的产物 ,只要有关的程序是一揽子经验地可发现的程序 ,而又是已经就地管

理和执行了的 ,就可以了 。通过这些程序 ,有组织的行动走向得以产生和被确认 。(Heritage ,

1984:131-132)。

就表面看 ,加芬克尔和他老师帕森斯的分歧简直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 ,无法调和。就我所

识 ,评论者包括社会学家葛拿都是如此理解两套行动论的关系(Gouldner , 1971:390),恐怕连

加芬克尔也是如此理解。上面 ,我宣称了两者其实是背靠背的 、互相倚傍的 。就个人有限所识

而言 ,也没有见过如此宣称的社会学家 。因此 ,这是个事关重大的社会学理论宣称 ,我有责任

提出详细的论证 。这需要先进一步介绍他的行动论才能说清楚 。

加芬克尔并不否认规范的内在化 、向内投射或认定等经验现象 ,他只是拒绝承认这样的内

在化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他特别否定“规矩”可以指挥行动走向的具体环节 。尽

管他严厉批评将行动者视为是“给下了麻醉药”的做法 ,但不等于说行动者是无休止地自省 、自

觉和“机关算尽”的 ,这既不是他理论立场的必然后果 ,也不是他存心达到的结论。相反 ,加芬

克尔多次强调:为了成说 、生产和再生产“感觉上正常”的行动走向需要执行的“视而不见”的程

序在本质上是例行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行动的参与者照例关心把平常的工作做完 ,对自己

活动的自省特征并不刻意加以关注 。只是事态不对头或预料到不对头的时候 ,才会敷衍一下

这些自省特征 ,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行动者才会预见到可能需要对自己的行动有所交待 ,而且

作为预见的一部分 ,他们会揣摸别人会不会认为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事态不对头而有所趋避 ,会

不会认为他们理应如何做(Heritage , 1984:118)。

上面介绍中透露了重要的信息 。首先 ,尽管在许多理论环节上加芬克尔反对帕森斯 ,他没

有反对道德和社会规范是社会性地存活着的 ,事实上他承认它们的客观性 ,并且在他的行动论

中它们作为符号(即能指和所指)也是必要的 。加芬克尔如此说:“恰如自明之理 ,社会学探讨

接受个人`理性地'行动的能力以及该能力依靠个人能够把社会秩序的长长一系列的特征视为

当然 ,并加以依赖。个人的平日事物可以一九划分 ,这十分之一犹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个

人为了能够理性地处理自己处境的十分之一 ,他必须能够把留在水下的十分之九当作是没有

被提问过的 ,甚至是不可提问的事项背景。该背景与他的盘算有着可以指明的关联 ,但它的出

现的确没有被注意到 。”(Garfinkel , 1967:173)留在水里的十分之九当然就是道德和社会规范

了 ,加芬克尔如此说:“这些被依赖的 、被视为当然的背景特征 ,即`理性行动' 得以容身在其中

的处境的例行面貌 ,通常在社会学论述中被指为风土和人情。”(Garfinkel , 1967:173)只要他如

此承认 ,他与帕森斯的争论也只是有关社会行动的符号学系统的具体取舍 、安排和组织的论

争。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就我所知 ,他们的追随者也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 ,这不等于说不可

能 ,我个人认为是可能的 ,并且是可以达致一个十分理想的协议 ,即一个十分成功的有关社会

行动的符号系统 。这也等于进一步具体化了我先前作出的“加芬克尔和帕森斯的行动论其实

是背靠背的 、互相倚傍”的社会学宣称。

七 、凝视的时间结构: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

加芬克尔的冰山之喻可以最直接地理解为自省状态下行动的场地结构 ,即在自省的状态

中 ,行动者对自己身处环境的绝大部分仍然是视而不见的。“视而不见”就是舒茨说的“自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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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永远可以提问 ,却没有提问” 、“视为当然” 、“信赖” 。作为“自省”的对立 ,我们不妨跟随舒

茨统称之为“浑噩”(mundane)。冰山之喻指出了自省相对于浑噩的最大比例值 。尽管加芬克

尔在他的《民族志方法学研究》中反复述说这一点 ,但是对如何为社会行动设计最合适的符号

学系统来说 ,这不是关键 。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 ,该比例值是随着自省的闪现和熄灭而不停

变动的。自省和非自省的状态之别固然是“十居其九是浑噩”和“十足浑噩”之别 ,但是由于行

动者绝不可能是永不休止的自省者 ,这两个状态也就是行动者可能存活的两个时态 ,是 1和 0

的时态 。我们的指头终于触到了行动论的最关键处 ,即行动的时间结构。加芬克尔当然知道

行动的时间性:他批评帕森斯的理论把行动者的处境看成是他们的行动走向也改动不得的 ,忽

视了行动者“此时此地”再构成自己处境的过程 ,也忽视了时间就是这个不断展开的过程不可

缺少的元素 。他谑称帕森斯的做法是把时间当作“肥大的一刻”(Heritage , 1984:108-109)。加

芬克尔的指头是触到行动的时间性了 ,但却凝固于这个姿势中。尽管他视时间为行动走向不

可缺少的元素 ,这只是表面地标题化了行动的时间性 ,他始终没有标题化行动的时间结构 ,没

有视时间结构为行动论的最根源的基础 。时间性的表面陈述仍然有别于时间结构的陈述 ,我

们的指头必须再向前戳进 。①

我们直截了当地宣称:行动者存活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间结构中 ,这个时间结构只有两个

时态 ,即自省(“一分自省”)和浑噩(“十分浑噩”),这两个时态不断地交替出现 ,形成了一个连

绵不绝的时间序列 ,即……自省-浑噩-自省……② 我们不妨称之为“加芬克尔时间序列” 。如

果我们采用舒茨的符号 ,并且只限定在个人的层面 ,自省和浑噩也就是“同在世界”和“同代世

界” ,行动的时间序列也可以表示为……同在-同代-同在……③。

舒茨极有远见 ,早在《社现》里已如先知般地预示了加芬克尔的出现 ,只要我们重温一下前

面曾提及的舒茨所说的那番话④ 就明白了 ,舒茨无意中指出了加芬克尔正是那个“我” 、那个

社会科学家!那个“你”是除“我”以外的所有行动者。“我”对“你”的查问不正好是加芬克尔有

名的“犯颜试验”吗? 帕森斯绝不会对行动者如此查问 。“我理解你所需的复杂结构” 、“以前我

没有看见而又视为当然的更深层次”就是舒茨时间序列 ,也就是加芬克尔时间序列。

舒茨说得很清楚 , “犯颜试验”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我”不再可以与“你”同在。加芬克尔

却对此代价完全置于脑后 ,葛拿对此极为不满 ,甚至恶称之为“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的客观性与

虐待狂”(Gouldner ,1971:393)。在加芬克尔的凝视中 ,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是不可能看见自

己)许多行动者正在“集合和分散地”⑤ 活在加芬克尔时间序列 。但是 ,他与这些行动者的关

系只是同代关系 ,甚至可以是后人与前人的关系。经此解释 ,加芬克尔和帕森斯的差异就可以

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了 。首先 ,尽管帕森斯不是以虐待地查问行动者来获得客观性 ,他与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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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我借用了英国法律的一组对应 ,即“集合与分散地”(joint ly and severally)。每个行动者存活于自己的加芬克尔时间
序列里 ,既有众多的行动者就有众多的加芬克尔时间序列。这些时间序列必然不断地合流和分流 ,这正好是法律
上“集合与分散地”的意思。

参见本文第 3页注①舒茨的引文。

在他的《社现》里 ,舒茨大多数时间是讨论从同在世界到同代世界的转化 ,不过 , 即使是舒茨遗漏了也无关宏旨, 因
为行动者绝不可能一经转入同代世界就与同在世界永别 ,变成了永不休止的自省者。

第一次设想这样的时间结构是在 1997年 4月我和何荣宗在香港现象学会的一次演讲 , 当时所用的表达方式是:
“ ……我思———我们信任———我思……”(…I thind—We trust— I think…,参见 Lui and Ho , 1997)。

值得一提的是 ,加芬克尔也没有标准化空间性 ,他提出的自省状态下行动的场地结构与戈夫曼提出的行动的空间
结构(台前和幕后的对应)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加芬克尔的行动论而言 ,时间性远比空间性重要 ,因为他关心的主
要是个别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空间总是手之所及 、目之所及 ,至少是耳之所及的 , 确实没有标题化空间性及其空间
结构的必要。即使现象学 ,时间性也是比空间性重要 ,正如海格德所设想的那样 ,存活即时间。在这一点上 ,加芬
克尔是紧随现象学的。



自己以外(他也是不可能看见自己)的所有行动者的关系也只是同代关系 ,甚至可能是后人与

前人的关系。在这一点上 ,他与加芬克尔是绝对一致的 。事实上 ,引入现象学及诠释学也改变

不了社会学家与他凝视中的行动者的关系。因此 ,帕森斯与加芬克尔的唯一差异就在于他俩

的凝视方式上 ,或者更准确地说 ,在凝视的时间结构上 ,帕森斯的凝视始终是存活在“肥大的一

刻”里 。没有了时间的流逝 ,星星也不可能闪耀。这等于说 ,他凝视着的夜空(即浑噩)里的星

星(即自省)是耀而不闪的 !这夜空还只是个别行动者的夜空。当个别行动者的夜空重叠起来

的时候 ,帕森斯凝视着的夜空是连耀而不闪的星星也消失了 ,只是漆黑一片 !他凝视着的确实

是重叠起来的众多个别行动者的夜空 ,在宏观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的平面化下 ,耀而不闪的星星

必然被平整掉。加芬克尔也是凝视着的重叠起来的众多个别行动者的夜空 ,但是由于他的凝

视的时间结构是加芬克尔时间序列 ,他仍然能够看到众星闪耀。

我们需要说清楚:加芬克尔时间序列只是凝视者的时间结构 ,是凝视附加于行动者身上的

时间结构 ,不是行动者自己经历的时间结构。最根本的原因是:行动者自己经历的时间结构就

是舒茨所说的“意识流” ,因此也只可能存在于他的“同在世界”里 。但是舒茨也清楚地说过 ,社

会学家的凝视必然蒸发了他凝视着的同在世界。尽管行动者的自省性带来了可交待性 、可观

察性和可报告性① ,但逆向推论 ,即从后者的经验可能性反转来推论前者的本体论存在 ,只是

凝视者的推论 ,因此加芬克尔时间序列只能是凝视者的时间结构 ,他在这个时间结构里看见了

行动者。

帕森斯的时间结构恰恰相反:帕森斯其实是看不见行动者的 。在“肥大的一刻”里 ,没有时

间的流逝 ,没有自省性 ,没有可交待性 ,没有可观察性 ,没有可报告性。所谓行动者 ,不像加芬

克尔所说得那样轻松 ,只是“给下了麻醉药” ,而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者存活于“肥大的一刻”之

中。我个人认为 ,存在(是存在 ,不是存活)于“肥大的一刻”里的只有康德所指的“实践理性” ,

即“自由” 、“道德责任” ,也就是利科解说的内在化 、普遍化和形式化了的“负责任的主体的自主

性” ,一个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的主体②。事实上 ,康德 、黑格尔以至绝

大部分哲学家的理论都可以说是存在于“肥大的一刻”里 ,这本来就是哲学的凝视常常采用的

时间结构 ,不过帕森斯跟随传统习惯而已。就社会学理论而言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帕森斯所

说的“个人性格”是不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 ?我们需要回到帕森斯的著作中去 。首先 ,帕

森斯视“社会系统论” 、“性格系统论”和“文化系统论”为“行动论”的子系统(Parsons , 1964:

537)。三个子系统在概念上是互相独立的 ,即各子系统都不能从其他两个子系统中推导出来

(Parsons , 1964:539)。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同处是价值

式样 ,该试样在性格系统论里就是“需求习性” ,而在社会系统论里就是“角色预期”。其共同处

就是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转换方程式”。我们应该注意到 ,价值式样正好是文化系统

的内容 ,这等于说 ,文化系统提供了“转换方程” ,并且以该理论身份与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联

系(Parsons ,1964:540)。用哲学术语来说 ,文化系统就是一个类比原则 ,该原则把两组对应 ,

即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对应 、“需求习性”和“角色预期”的对应串联起来 。文化系统(作为类

比原则)是一个超验原则 ,因此 ,它处于与其他两个系统不同的分析层面。用帕森斯的说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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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甚至有理由相信 ,这个内在化 、普遍化和形式化了的主体在有些社会学理论中以“人的能动性”这一符号出现 ,例
子是吉登斯提出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对应。这个问题复杂 ,只能另文讨论 ,于兹不赘了。

加芬克尔的术语:“反观性”(reflexivity)、“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可观察性”(observabilit y)、”可报告性”(rep-
utability)。



格系统(即个人性格)和社会系统在经验范围内 ,而文化系统则不是 。文化系统本身不是直接

作用于具体的行动处境上 ,而是透过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才发挥作用。帕森斯说性格系统和

社会系统是“对称”的 、“平行”的 ,这也等于说它们是互相对应的 ,因为两者不能相互推导(Par-

son.,1964:17)。另一方面 ,性格系统却不完全等同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帕森斯把性格系统分

为三类 ,即学习 、防御和适应(Parsons , 1964:203)。他不强调“道德责任”和“自由” ,亦即在性

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对应中 ,后者是正面 、是主动 ,前者是反面 、是被动。我认为这不恰当 ,因

为他的设想正好抽空了实践理性的主体性 ,也是加芬克尔称行动者是“给下文化麻醉药”的缘

由。我们可以说:个人性格就是被抽掉了主体性的实践理性。为了发展一个适合社会行动栖

身的符号学系统 ,尽管个人性格不完全等同于实践理性 ,我认为应该以后者取代前者 。事实

上 ,两者不会完全等同。康德不可能预见帕森斯的性格系统论 ,而帕森斯也不是康德的追随

者①。重要的是 ,帕森斯提出的性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对应是可以通过类比原则与康德-黑格

尔的实践理性和社会建制的对应连接起来的 。我是在这个连接下才提出替代。

实践理性与行动者的关系就是帕森斯“肥大的一刻”和加芬克尔时间序列的关系 ,也就是

凝视者只能是“二择一”的互相不能转化的时间结构 ,即“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这一关系不

是敌对的关系 ,只是在凝视时不能同时并存。这不等于说两者不能存在于同一个符号学系统

里 ,相反 ,我认为两者必须一起存在于同一个符号学系统里 。黑格尔已经提出充分的理由支持

这一看法 ,利科转述说:“所谓`社会行动' 无非是带有意义的个体性 ,即人的`奇异性' ,而`奇异

性' 又是主体的`普遍性' 和社群的`特殊性' 之间的辩证开展的成就 。”行动者就是人的“奇异

性” ,实践理性就是主体的“普遍性” ,所谓社会组织也就是社群的“特殊性” 。其中包含两组对

应 ,实践理性和行动者的对应 ,以及社会组织和实践理性的对应 。前一组对应其实是帕森斯

“肥大的一刻”和加芬克尔时间序列的对应 ,这是最具根源性的对应 ,因为它硬性规定了社会行

动的符号学系统必须带有二重性 ,犹如量子力学里的粒子(“肥大的一刻”)和波动(犹如时间序

列)的二重性(Pariticle-wave duality)。我们不妨称之为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 。后一组对应

只能在帕森斯的“肥大的一刻”中成立。我的设想与黑格尔的设想不同:对他来说 ,社会组织和

实践理性的对应是具根源性的 ,并由此行动者得以辩证地诞生。我认为他的设想误置了凝视

者的地位:一方面 ,凝视者是上帝 ,社会学理论必须兼顾到凝视者所用的各种时间结构;另一方

面 ,时间结构是一个超验范畴 ,是带根源性的 ,我们也不可能从一个时间结构推导出另一个时

间结构 。因此就社会学理论而言 ,唯一应做而又可做的就是审视每一个时间结构是否能够带

来其他时间结构所不能带来的新意 。加芬克尔时间序列带来了帕森斯“肥大的一刻”无法带来

的新意。这是毋庸多说的了。那么帕森斯“肥大的一刻”带来了什么新意是加芬克尔时间序列

所无法带来的呢 ?

葛拿从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的角度指出加芬克尔的遗漏:“尽管加芬克尔强调时间内在于

意义之中的重要性 ,他的社会世界只是一个在时间以外的世界。他是非历史的 ,他的推论不局

限在某一特定时代或者某一特定的文化 。一方面他极为关心各个社会实在的定义如何得以确

立 ,另一方面他无兴去探求为什么一个社会实在的定义在某时 、某地或某群体得以流行。社会

实在得以界定和确立的过程意味着各个群体竞相推出自己的定义 ,也意味着其结果 ,即对世界

的认许感知 ,是由建制保护的权力差等所形成的 。但是加芬克尔不会如此看 。他关心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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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帕森斯整本书(Parsons , 1964)只提及康德一次 ,而且只提及康德的第一批判。



的意义给予社会的稳定作用 ,这一关心以某种方式表达为对世界的感觉。他感觉到世界不是

冲突到快要解体 ,是各式各样的价值的散布多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结构化了的冲

突。”(Gouldner ,1971:391)① 这些遗漏正是帕森斯“肥大的一刻”里可能得到满足的 。宏观的

历史只能用宏观的时间序列 ,连续的众多“肥大的一刻”串成了宏观的时间序列 。社会之间 、文

化之间 、地域之间 、群体之间的宏观当然比较可以在“肥大的一刻”里进行 。从这个角度看 ,帕

森斯“肥大的一刻”是宏观时间中的一刻 。这等于说 ,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也就是时间结构

的宏观-微观二重性 。进一步说 ,实践理性存在于宏观时间里 ,行动者存活于微观时间里 ,因

此 ,实践理性和行动者不可能互相取代 ,只能通过类比原则互相关联 。至此 ,帕森斯-加芬克尔

二重性的超验概念性及其根源性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我们进一步声称:凝视者可以采取三个甚至更多的时间结构 ,只要每一个时间结构都能够

提供一些其他时间结构不能提供的新意 。时间结构的取舍完全是由它的有用程度来决定 ,是

社会学方法学上的决定 ,顶多与知识论有某些次要的关联 ,与本体论无关 。最根本的理由是:

在根源上 ,时间结构来自凝视者 ,又由凝视加诸行动者(或实践理性等)身上 ,是马克思所说的

“是逻辑的事物 ,不是事物的逻辑 , ”(Bourdieu , 1990:49)也是康德所设想的“时间是`实在' 的

秩序化向度” 。② 结论是:时间结构与行动者的本体论无关 ,而是与知识论(也就是凝视者的本

体论)有关 。在这一点上我追随康德。

为避免误会顺便一提 ,微观时间和微观结构没有必然的关联 ,宏观时间也和宏观结构没有

必然的关联 ,所以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与亚历山大等人编辑的(微观-宏观联系)一书所标题的

联系不是一回事 。凝视的时间结构也不等于该书③ 常常提及的微观焦点 、宏观焦点(focus)。

一般而言 ,凝视者通常都有意识地调校自己的焦点 ,但他不一定是有意识地选择采用某一个时

间结构。帕森斯固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宏观时间 ,加芬克尔也不见得有意识地选择微观时间 ,

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才能把加芬克尔时间序列发掘出来。因此 ,我们不妨说时间结构是凝

视的“深层结构” 。绝大部分社会学家仍然忽略了凝视的时间结构 ,例如《微观-宏观联系》的众

作者就没有讨论在时间结构上的微观-宏观联系 。凝视的时间结构的标题化就是本文的新意

之一 。

八 、社会行动的符号学系统

我们终于可以到达本文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即我们能不能为社会行动设想一个合适的符

号学系统 ,即能不能为社会行动论找到一个社会学归宿 ? 最便捷的起点是逐一评估何列蒂治

列出的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八点差异 ,或保留 、或修葺 、或扬弃 ,再重新排列 。首先 ,第七组差

异 ,即时间 ,也就是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 ,与其他差异根本居于不同的分析层面 。它本身是

“能指” ,它的“所指”就是二重性在其他差异中的具体表达。对于余下的七组差异 ,我们作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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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即艾莱克森德(Alexander et al., 1987)合著的书。

我同意吉登斯的意见:“康德视时间和空间为实在的秩序化维度”(Giddens, 1987:140),但不同意他的另一个意见 ,
即“康德的时空哲学表达了现代或者西方社会发展的某些特殊面貌 ,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的一般特征。”(Giddens ,
1979:141)一方面 ,所谓“时间和空间本身的一般特征”(generic to t ime and space themselves)是指行动者自己的时间
结构 ,但是如舒茨所说 ,这是从社会学角度不可知的 ,也就是与行动论无关;另一方面 ,康德的哲学不再是西方所独
占 ,是整个人类共有的。

应该注意,该批评是同时指向加芬克尔和戈夫曼的。



的手术①。

经手术后 ,重新安排帕森斯一方的论述如下:(一)社会组织来自社会结构的“诸事实”与“实

践理性的诸事实”的结合。(二)社会整合靠道德规范。(三)社会化既是社会规范的内在化 ,变成

了实践理性中的“需求习性”。(四)稳定的社会组织是知识和道德共识的产物。帕森斯一方的部

分是由三组对应构成的 ,即“社会结构”对应“实践理性” 、“社会规范”对应“需求习性” 、“知识”对

应“道德” 。通过类比原则 ,这三组对应的左方和右方又各自串联起来 ,即“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知

识”在左方 , “实践理性-需求习性-道德”在右方。这等于是一个三乘二的符号学矩阵 ,帕森斯的整

个论述就坐落于其中。论述的终点就是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 ,也

就是说 ,该问题就是经手术后帕森斯在宏观时间里提出的核心问题了。

经手术后重新安排的加芬克尔一方的论述② 在形式和安排上与前文何列蒂治给出对加

芬克尔行动论的描述不同 ,不过两者其实是相符的 、一致的 、等价的 。由于后者在行为上比较

流畅 ,我们的讨论以它为文本 。我们发现 ,加芬克尔一方也包含三组对应 ,即行动者和场地的

对应 、自省和浑噩的对应 、交待和程序的对应;其中 ,行动者是行动的主体 ,是不言而喻的 。而

浑噩这一符号则隐藏在加芬克尔时间系统里 ,通过类比原则 ,这三组对应的左方和右方又各自

串联起来 ,即“行动者-交代-自省”在左方 , “场地-程序-浑噩”在右方③。这也是一个三乘二的符

号学矩阵 ,竟然完全与帕森斯矩阵一样。学生逃不出他老师的五指关。加芬克尔曾经赞叹:

“老师的功力深不可测 、策无遗算。”(Garfinkel ,1967:ix)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证明帕森斯矩阵和加芬克尔矩阵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完全同构(ho-

mologous):透过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 ,帕森斯矩阵的右方对应加芬克尔矩阵的左方 ,帕森

斯矩阵的左方对应加芬克尔矩阵的右方 ,新添六组对应 ,即实践理性和行动者 、需求习性和交

待 、道德和自省 、社会结构和场地 、社会规范和程序 、知识和浑噩之间相互呼应。连同帕森斯一

方的三组和加芬克尔一方的三组对应 ,先后共有十二组对应。这十二组对应又对四组为一环

地合成三环对应 ,即“社会结构-实践理性-行动者-场地” 、“社会规范-需求习性-交待-程序” 、“知

识-道德-自省-浑噩” 。至此 ,我们马上得到社会行动的整个符号学系统 ,也就是下面三维的 ,二

乘二乘二的 ,符号学矩阵:
社会结构-社会理生-行动者-场地　　(社会结构)

社会规范-需求习性-交待-程序　　　(社会规范)

知识-道德-自省-浑噩　　　　　　　(知识)

在该矩阵中 ,原有的六组对应 ,即帕森斯和加芬克尔各有三组 ,他们已经在各自的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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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就加芬克尔一方的论述而言 ,比较顺畅的类比次序应该是:左方为“行动者-自省-交待” ,右方为“场地-浑噩-程序” 。
不过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对应的先后次序本身并没有特别意义。

即如下:(一)规范的适当的行止动机来自行动者对行止各个可选择的走向可能带来的不同程度的交待的自省警
觉。(二)行动的处境本质上是可变的 ,它是有组织地活动参与者的自省产物 ,是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被“发现” 、维
持和更改的课题 ,是平常行动的产物。(三)社会化是一个过程 ,其中行动者为了交待自己和别人的行动而获取的
一揽子道德地组织起来的知识。(四)社会整合靠“道德的必须的事实事项” ,即行动者对身处的经验环境的共同认
识。该共同认识是行动者通过活动的程度才能达到的。(五)稳定的社会组织是程序的产物 , 只要有关的程序是可
一揽子经验地发现 ,并且已经就地管理和执行了的即可。通过这些程序 ,有组织地行动走向得以产生和被确认。

手术如下:(一)第五组差异 ,即行动者对规范的自省取向的可能后果 ,是应该放弃的。它不是符号学系统的争论 ,
只是帕森斯和加芬克尔在时间结构上的差异如何呈现在社会经验身上 ,即超验概念在经验实在上的猜想。(二)第
四组差异 ,即规范的适当的行止动机 ,与帕森斯的凝视无关 ,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行动者 , 更何况说行动者的动机。
我们当然应该保留加芬克尔一方。基于同一理由 ,我们放弃第六组差异 ,即行动的处境 , 帕森斯一方, 保留加芬克
尔一方。(三)在第八组差异 ,即稳定的社会组织中 ,我们将帕森斯一方修改为“知识和道德共识的产物” ,保留加芬
克尔一方。(四)保留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差异 ,仅将帕森斯的“个人性格”改为“实践理性” 。(五)在第一组差异, 即
社会组织中 ,我们放弃加芬克尔一方 ,因为它是可以从第二组和第八组中的加芬克尔一方推导出来的 ,保留帕森斯
一方。



解说了。同时 ,因为他们已在各自理论中阐释了组与组之间的连接 ,所以环与环之间的连接其

实也被他们解说了。他们没有解说的是新添的六组对应 ,这都是需要解说的 。我在上面初步

解说了实践理性和行动者的对应 ,余下的五组其实都可以同样地通过加芬克尔-帕森斯二重性

得到初步解说 。但是 ,对作为社会学的理论而言 ,单单靠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来解说是不足

的 ,因为这只是符号学的结构分析 。该对应必须通过反复比喻 、复述才能得到无误的确认和再

确认 ,它们的社会学意义才能得到确立 。借用索绪尔的语言和话说的区分来说明:他们的符号

学意义通过凝视的二重时间结构得以确立 ,而他们的社会学意义则需要通过话说才得到确立 。

只要回顾一下加芬克尔如何在社会学意义上确立他的行动论 ,其道理就很明白了。他诸多的

个案研究报告就是反复比喻 、复述 。要确立新添的六组对应的社会学意义实在是工程浩大 ,如

果真的要做也只能留待日后了 。再者 ,我也不打算做 ,因为在一些社会学的环节上我对帕森斯

-加芬克尔行动论有所保留 ,极有可能需要重新塑造一个合适的行动论。因此 ,帕森斯-加芬克

尔行动论只能是重新塑造的起步点而已 。①

九 、结　论

由 20世纪初韦伯提出社会行动这一符号以来 ,社会行动至今仍是社会学者极其关心的课

题 ,有些哲学家也积极参与讨论 ,社会行动的社会学和哲学讨论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然而 ,讨

论的拓展并不等于厘清了意义 。事实上 ,社会行动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有越理越乱之势 。因

此 ,本文是从厘清意义入手 ,希望能为社会行动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归宿。

我首先厘清两个哲学问题 。问题一 ,社会学和现象学以及诠释学有何瓜葛 ?利科的答案

是:再连接解释和领会的诠释弧上 ,社会学永远是留在解释的一端。此举拨开一些误导的诠释

学迷雾 ,还给社会学应有的自主 。问题二 ,社会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是何关系 ?舒茨的答案:

研究对象固然也是人 ,但只能是社会学家的同时代人或者前人 ,绝不可能是同在人。此举惊破

一些应该能够避免却又常常堕入的理论家妄想。

哲学转入社会学讨论的转折点有二 。转折一 ,利科认为社会学和文学同属一家 ,我有异

议。文学用的是日常语言的符号学系统 ,社会学却必须为回答社会学家提出的核心问题而创

立所需的符号学系统 。这两种符号学系统各有各的特性 ,不容互相转化 ,因此社会学的对象性

以及客观性与文学的相异 。这一举破解了“行动犹如文本”论无意中带来的误会。转折二 ,利

科简述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挑战康德而设想出来的“自由”和“德性”的对应以及由

此辩证地展示出人的“奇异性” 。利科理解该“奇异性”为带有意义的个体性 ,即韦伯所指的社

会行动 。我指出黑格尔的设想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议程 ,而且它蕴含了两个世纪以

后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行动论的三个基本符号 ,即个人性格 、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

继之而来的是社会学理论的任务。任务一 ,示范如何由核心问题发展出回答所需的符号

学系统。我根据阿隆的评介分析了涂尔干的《分工》 ,找出了五组对应并说明了它们是通过类

比原则串联起来的 ,即一个五乘二的符号学矩阵 。任务二 ,根据何列蒂治的评介 ,证明帕森斯

和加芬克尔的行动论其实是背靠背的 、互相倚傍的 ,亦即两者其实并存于同一符号学系统之

内。任务二也是本文的核心 ,该任务得以完成端赖于三个论证。论证一 ,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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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便留一注脚 ,当下能做的是为将来作最初步的准备 , 所以我打算从帕森斯-加芬克尔符号学矩阵出发 ,分析吉登
斯的行动论。同时也从吉登斯的角度出发 ,反过来评估本文提出的社会行动的符号学系统。之所以选择吉登斯 ,
是因为他对有关问题下了许多功夫 ,也提出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又是一番功夫 ,要另文讨论了。



行动论分别是三乘二的符号学矩阵 。论证二 ,加芬克尔的时间结构有两个时态 ,即自省和浑

噩 ,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时间序列(我称之为加芬克尔时间序列),即……自省-浑噩-自省……。

该时间结构与帕森斯的时间结构(加芬克尔虐称为“肥大的一刻”)不能互相转化 ,但都是凝视

者(即社会学者)可采用的 ,而且可以并存于同一符号学系统之内 。我称之为帕森斯-加芬克尔

二重性 。论证三 ,通过帕森斯-加芬克尔二重性 ,帕森斯矩阵和加芬克尔矩阵连接为一个三维

的 、三乘二乘二的矩阵。

我们不一定同意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行动论 ,但是帕森斯-加芬克尔矩阵的成功论证指明

了社会行动必然存在于一个多重的时间结构内 ,并且关于社会行动的社会学论述必然立足于

一个多维的符号学矩阵之中。在这个矩阵里 ,社会行动论不是唯一可能的社会学论述 ,其实只

是众多可能的论述之一。社会行动论本身的论述铺排如下:行动者这一符号放在枢纽的位置 ,

论述从它开始 ,逐步卷入其他符号 ,然后又回归于它身上。在这期间 ,论述来回在不同的时间

结构之间 、在对应和类比丛业中徘徊。这是正面解说。反面解说就是 ,在矩阵支持的其他论述

里 ,行动者仍会出现 ,只不过它不再处于枢纽的位置而已。这是符号学系统必须赋予论述的自

主性和多样性所规定的。所以 ,不管社会学家如何设想行动者身处的符号学系统 ,也改变不了

这结论 ,这就是社会行动的社会学归宿 。如果我们不避狂妄之讥 ,我们甚至可以把结论推得更

远:行动论不再是韦伯设想中的统摄全局的社会学要旨 ,只是众多社会学理论之中的一个 。更

重要的是 ,众多的社会学理论其实是从诸多的理论核心问题拓展出来的众多的符号学系统 。

所有单一的 ,统摄全局的理论设想都是不可企及的梦想或永不可能的狂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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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一个世界里 ———被牵入生产和再生产这个世界特征过程之中 ,而且是可视地和可描述地

被牵入。也是透过同样的特性 ,行动者的行动命该带有意义(Heritage , 1984:110)。

我们必须注意到 ,尽管加芬克尔与帕森斯的行动论大异其趣 ,两者仍然紧紧相依 ,我们甚

至可以进一步明言:两者是背靠背的 ,是互相呼应的 ,而且加芬克尔的行动论只有通过这个对

应才能够有自己的核心问题 ,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符号学系统 。这一点我会在下面详细论

证。首先 ,加芬克尔如此解说自己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活动 ,我给予它

们的注意是社会学家通常只给予不寻常的事件 。”(Garfinkel , 1967:1)换言之 ,他的核心问题

是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如何成为可能 ? 我认为 ,对于帕森斯而言 ,这不算是核心问题 。就

我所识 ,他大概会认为涂尔干在《分工》里提出的核心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具根本性。当然 ,他们

师生之间仍然有着重要的共同的社会学关怀:他们都关注许多社会行止的建构化和例行地秩

序化的本质 ,都在理论上设想是什么使得与日常行止有关的例行的建构化了的众多预期能够

例行地得到满足(Heritage ,1984:110-111)。在同一社会学关怀下 ,何列蒂治将两人在行动上

的差异总结为八点:

(一)社会组织

帕氏:是来自“社会结构的诸事实”与“个人性格的诸事实”的结合 。

加氏:完全来自于“诸经验结构” 。

(二)社会整合

帕氏:靠道德规范。

加氏:靠“道德必须的事实事项” ,即行动者对身处的经验环境的共同认识。该共同认识是

行动者通过活动程序才能达致的。

(三)社会化

帕氏:即是社会规范的内在化 ,变成了个人性格里的“需求习性” 。

加氏:是一个过程 ,在其中 ,行动者为了交待自己和别人的行动而获得的一揽子道德地组

织起来的知识。

(四)规范地适当的行止的动机

帕氏:来自过去赏罚的历史。

加氏:来自行动者对行止的各个可选择的走向可能带来的不同程度的交待的自省警觉。

(五)行动者对规范的自省取向的可能后果

帕氏:可能在个人行止上带入“计较”的成分 ,从而动摇组织化了的行止 。

加氏:如果真的出现 ,正好是“感觉正常”的行动走向的稳定性的来源。

(六)行动的处境

帕氏:是行动前的一个稳定的认知对象 ,可供共识的确认之用。

加氏:是本质上可变的 ,是有组织地活动的参与者的自省产物 ,是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被

发现” 、维持和更改的课题 ,是平常行动的产物 。

(七)时间

帕氏:与行动与行动身处的环境无关。

加氏:环境及构成它的行动是互相补足的 ,时间是这个不断的开展的特征 ,缺之则行动和

环境不能混成一体。行动内在具有“瞻前顾后”的诸性质 ,这当然牵涉到时间。

(八)稳定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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